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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下的家庭氣氛：
家長的情緒調節、焦慮與調適，

以及兒童情緒經驗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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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關注 COVID–19 疫情下兒童的情緒經驗，並援引生態系統

理論的觀點探討家長情緒調節、焦慮反應與調適表現對兒童負面與正

面情緒的影響。經以 878 筆線上疫情生活調查的家長—兒童資料進行

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結果指出：⑴家長的焦慮反應與兒童較多的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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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有關；⑵家長的調適表現與兒童較多的正面情緒、較少的負面情

緒有關；⑶家長採取反芻的情緒調節策略，會透過加劇自身焦慮反

應、降低自身調適表現，進而增加兒童的負面情緒並減少兒童的正面

情緒；⑷家長採取轉移注意力的情緒調節策略，會透過提升自身調適

表現，進而減少兒童的負面情緒並增加兒童的正面情緒；⑸家長採取

重新評估的情緒調節策略，能緩減自身的焦慮反應，且可透過提升自

身調適表現，進而減少兒童的負面情緒並增加兒童的正面情緒；⑹家

長採取壓抑的情緒調節策略，會加劇自身的焦慮反應；⑺家長採取與

人分享的情緒調節策略，會透過加劇自身焦慮反應，進而增加兒童的

負面情緒。

關鍵詞：COVID–19 疫情、情緒調節、焦慮反應、調適表現、兒童情

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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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theory and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parents’ emotional reg-
ulation, anxiety, and adjustment on children’s negative and positive 
emotions. Data for a total of 878 parent-child pairs were collected 
from an online surve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 was 
conducted with acceptable model fit (SBχ2 =156.70, df=101, p< .001, 
CFI=0.98, TLI=0.96, RMSEA=0.025, 90% CI of RMSEA=[0.017, 
0.032], SRMR =0.019). For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the effect 
of parents’ anxiety about the pandemic was positively significant (β=
0.26, p<.001), while the effect of parents’ adjustment to the pandemic 
was negatively significant (β=−0.20, p<.001). For children’s positive 
emotions, the effect of parents’ adjustment was positively significant 
(β=0.29, p<.001), while the effect of parents’ anxiety was non-signifi-
cant. Parents’ rumination on pandemic-induced emotions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ir anxiety (γ=0.45, p < .001).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arents’ anxiety was only significant for the path from parents’ rumi-
nation to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 (estimate =0.12, S.E. =0.03, 
Sobel’s Z =3.90, p < .001, 95% CI =[0.06, 0.19]) but non-significant 
for the path to children’s positive emotion. Parents’ rumination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ir adjustment (γ=−0.13, p= .003). The medi-
ating effect of parents’ adjustment was significant for the path from 
parents’ rumination to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estimate=0.03, 
S.E.=0.01, Sobel’s Z=2.25, p=.03, 95% CI=[0.01, 0.06]) and positive 
ones (estimate=−0.04, S.E.=0.01, Sobel’s Z=−2.51, p=.01, 95% CI=
[−0.08, −0.01]). Parents’ distraction from pandemic-induced emotions 
was on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ir adjustment (γ=0.14, p<.001).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arents’ adjustment was significant for the path from 
parents’ distraction to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estimate=−0.03, 
S.E. =0.01, Sobel’s Z =−2.56, p = .01, 95% CI =[−0.06, −0.01]) and 
positive ones (estimate =0.04, S.E. =0.01, Sobel’s Z =2.82, p = .005, 
95% CI=[0.02, 0.08]). Parents’ reappraisal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ir anxiety (γ=−0.09, p = .03). However,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arents’ anxiety was non-significant for the path from parents’ reap-



50　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第 49期（新冠肺炎疫情研究特刊）

praisal to children’s negative and positive emotions. Parents’ reap-
praisal of pandemic-induced emotions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ir 
adjustment (γ=0.15, p=.001).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arents’ adjust-
ment was significant for the path from parents’ reappraisal to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estimate =−0.03, S.E. =0.01, Sobel’s Z =−2.37, 
p = .02, 95% CI =[−0.07, −0.01]) and positive ones (estimate =0.04, 
S.E.=0.02, Sobel’s Z =2.57, p= .01, 95% CI =[0.01, 0.09]). Parents’ 
suppression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ir anxiety (γ=0.08, p = .03). 
However,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arents’ anxiety was non-significant 
for the path from parents’ suppression of pandemic-induced emotions 
to children’s negative and positive emotions. Parents’ social sharing 
was on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ir anxiety (γ=0.10, p = .00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arents’ anxiety was significant for the path from 
parents’ social sharing to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estimate =
0.03, S.E.=0.01, Sobel’s Z =2.49, p= .01, 95% CI=[0.01, 0.06]) but 
non-significant for the path to children’s positive emotions. These 
findings might be of importance in providing professional consultants 
and family life educator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children’s 
emotional experiences in stressful environments are affected by their 
parents’ emotional regulation, anxiety, and adjustment. 

Keywords: COVID–19 pandemic, emotional regulation, anxiety 
response, adjustment performance, children’s emotional 
experiences

一、緒論

由於COVID–19疫情的肆虐，臺灣於 2021年 5月 19日進入三級

防疫警戒，雖至 7月 27日已降至二級警戒，但不論是三級或是二級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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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疫情期間有許多的轉變衝擊著個人與家庭，除了要面對工作、學

習，以及家庭等生活型態的改變，還要承受可能染疫而危害生命健康

與財產的風險。生活環境的巨大變化將會衝擊個體的發展過程（Elder 

et al. 2003），尤其環境中的重大壓力更會對個體的身心適應造成危害

（Cohen and Scheeringa 2009）。因此，探究兒童在COVID–19疫情下的

情緒經驗是相當重要的研究議題。

為了探討兒童在疫情期間情緒經驗的個別差異與影響因素，本研

究援引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的觀點，強調家庭是

連結社會與個體之間的關鍵樞紐（Bronfenbrenner and Morris 1998）。

而家長本身在疫情下的適應情況可能對孩子的情緒經驗有重要的影

響：家長的調適表現或可緩衝社會環境壓力對兒童的負面影響，而產

生保護因子（protective factors）的作用；相對地，家長的焦慮反應也

可能加劇環境壓力對兒童的危害，而成為危險因子（risk factors）。

研究指出，家長的情緒調節會影響兒童在壓力環境下的情緒經驗

（Bariola et al. 2011; Zimmer-Gembeck et al. 2022）。而且家長的情緒調

節具有較高的可教性（educability）與可塑性（plasticity），相較一些

需要長時累積的家庭資本（例如經濟條件與家人凝聚力），更可能透

過心理健康與家庭生活教育促進方案獲得立即的改善。因此，本研究

將透過家長與兒童的配對資料，探討家長採取不同的情緒調節策略，

以及家長自身的焦慮反應與調適表現，將會如何影響兒童在 COVID–

19疫情期間情緒經驗的個別差異。

（一）疫情下的家庭與兒童

兒童在壓力環境中的成長經驗是值得學者與實務工作者高度關注

的議題，因為充滿威脅與緊張的生活環境會危害兒童日後在生理、社



52　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第 49期（新冠肺炎疫情研究特刊）

會、情緒，以及認知等面向的適應發展（Cohen and Scheeringa 2009）。

像是 Evans與 English（2002）透過調查指出，貧窮的家庭生活環境

會危害兒童的身心適應發展。Sands等（2017）經系統性回顧與後設

分析，指出家人關係緊張的生活環境會與兒童的不良適應有關。Silk

等（2009）則發現罹患精神疾患的照顧者容易營造高壓的生活環境，

並且會影響兒童的適應表現與情緒經驗。

前述的既有研究多聚焦在家庭層次的壓力事件，然而這次肆虐全

球的 COVID–19疫情是屬於整個社會層次的壓力事件，所涉及的生

活範疇更為廣泛。根據生態系統理論的觀點，屬於外圈的社會環境因

素會先滲入家庭，進而才會影響兒童的身心資源，像是經濟條件、家

人凝聚力，或是個別成員的情緒調節等，都是有助於家庭能夠從壓力

中復原的保護因子（Orthner et al. 2003）；但是這些因子也會在誤用

（abuse）或不用（disuse）的情況下，成為導致家庭被壓力消耗殆盡

的危險因子。換言之，家庭的適應功能若能有效運作，便可能緩衝

COVID–19疫情對家中兒童造成的負面影響，使其得以維持具功能性

的身心適應；相對地，家庭若無法承受高壓環境所帶來的危害，反而

可能會加劇兒童因疫情所引發的多重負面衝擊而導致適應不良。因

此，本研究認為，家庭因素對於兒童在疫情壓力環境下的適應表現會

有著關鍵的影響性，並提出圖1所示的研究架構圖，聚焦家庭因素（家

長的情緒調節與心理調適）對兒童在疫情下情緒經驗的影響歷程。

兒童家長

在疫情下的

各種情緒調節策略

兒童家長

在疫情下的

焦慮反應與調適表現

兒童

在疫情下的

正面與負面情緒經驗

圖 1　本研究架構



COVID–19疫情下的家庭氣氛　53

（二）家長的情緒調節與兒童的情緒經驗

本研究聚焦家長的情緒調節對家中兒童情緒經驗的影響。情緒調

節指的是個體試圖改變情緒狀態與可能後果所做的努力（Gross and 

Thompson 2007），並在壓力環境下，情緒調節亦可被視為個體管理自

身情緒經驗與壓力事件發展所採取的因應策略（Wang and Saudino 

2011）。實徵資料指出，家長能否有效地管理自身的情緒，將會影響家

中兒童的情緒經驗（Bariola et al. 2011; Zimmer-Gembeck et al. 2022）。

近期也有學者關注家長在COVID–19疫情下的情緒調節，與家中兒童

情緒經驗之間的關聯性。例如 Shorer與 Leibovich（2022）的研究結

果，指出家長的情緒調節困難程度，會與其 2至 7歲兒童在疫情期間

與壓力相關的情緒反應有顯著的正向關聯性。Di Giorgio等（2021）

的研究也指出，母親自陳的情緒調節困難度越高，家中學齡前（2至

5歲）兒童在疫情期間自我控制的表現就越差。Zhang等（2022）同

樣發現，家長在疫情期間的情緒調節困難會與其 9至 20歲子女自陳

的焦慮、憂鬱感受有顯著的正向關聯性。

然而，上述研究仍具有三項值得延伸的研究限制。首先，這些研

究多聚焦在家長與兒童在疫情期間的負面適應指標，卻相對地忽略了

家庭在壓力環境中出現正面適應的建設性轉化歷程。其次，這些研究

採用困難度來表徵家長的情緒調節，是將家長視為受到疫情壓力衝擊

而難以有效調節自身情緒的被動角色；然而，家長也可以扮演主動的

角色，在疫情引發的壓力環境下展現自身的主體能動性（agency），

積極地採取情緒調節的因應策略，用以維持或改善個人的適應情況。

同時，僅以困難度表徵情緒調節也窄化了情緒調節的多樣性，而事實

上情緒調節可依據心理活動的差異，區分出各種具有不同特徵並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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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後果的多元策略。最後，情緒調節在許多時候是內隱（implicit）

且不為他人所知的心理活動；換言之，兒童未必能感知到家長的情緒

調節。那麼，家長的情緒調節是如何影響兒童情緒經驗的呢？既有研

究對於這之間的運作歷程也尚未提出具體的解釋。

為了填補這些限制，本研究也將採取相應的三項設計：測量兒童

的正面與負面情緒經驗、評估家長採取多元情緒調節策略的傾向，並

且援引家長的適應情況作為家長情緒調節與兒童情緒經驗之間的中介

變項。

（三）兒童在疫情期間的正面與負面情緒經驗

壓力未必會導致家庭陷入危機，反而有可能令家庭朝向更理想的

適應狀態（Walsh 2006; Weber 2010）。同理，即便是疫情猖獗造成整個

社會環境籠罩在壓力之中，仍有家庭可以發揮潛能與韌性，承擔並對

抗由環境滲透而來的壓力，確保家中兒童得以維持良好的適應表現。

為了探討兒童在COVID–19疫情下的正、負向適應表現，本研究

將同時測量兒童正面與負面的情緒經驗。情緒經驗不僅是主觀福祉、

幸福感的構成要素（Diener and Ryan 2009），同時也被用來反映兒童在

壓力環境中的適應表現（Veronese and Pepe 2017; Weems et al. 2007）。

本研究採用緊張、害怕、難過作為兒童負面情緒經驗的指標，這些負

面情緒常被視為兒童在壓力事件中經驗到威脅、失衡並且適應不良的

癥候（Eisenberg et al. 2010; Masarik and Conger 2017）。而針對正面情

緒經驗，本研究測量兒童在疫情期間感受到開心與輕鬆的經驗，這些

正面情緒已被證實與兒童在壓力環境下的適應表現與問題因應有關

（Davis and Suveg 2014; Lengua et a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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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長的主體能動性與情緒調節多樣性

既有研究僅以情緒調節困難程度表徵家長在疫情期間的情緒調

節，但卻忽略了家長的主體能動性，也窄化了家長在疫情期間進行情

緒調節的豐富多樣性。為填補這項限制，本研究援引壓力與因應互動

模式（transactional model of stress and coping; Lazarus and Folkman 1984） 

的觀點，強調家長在壓力環境中可以積極主動地採取情緒調節的因應

策略，維護並改善自身的適應情況。

只是，並非所有情緒調節都能導致正向的適應情況（Gross 2007）， 

甚至有些情緒調節會引發後續新的壓力來源（Roskies and Lazarus 

1980）。因此，本研究也將透過實徵資料，具體檢視這些多元的情緒

調節策略與兒童情緒經驗之間的關聯性，冀望這樣的研究結果可供家

庭教育或是助人工作者作為實務應用的參考。

本研究援用 Brans等（2013）的研究架構，他們參考 Gross與

Thompson（2007）及 Parkinson與Totterdell（1999）的情緒調節理論模

型，挑選出反芻（rumination）、轉移注意（distraction）、反思（reflec-

tion）、重新評估（reappraisal）、壓抑（suppression），以及與人分享

（social sharing）作為六個具有理論代表性的情緒調節策略。

在 Gross與 Thompson（2007）的理論模型中，情緒產生前的情

境選擇（situation selection）、情境調整（situation modification）、注意

力調度（attentional deployment）、認知改變（cognitive change），以及

情緒產生後的反應調控（response modulation）是情緒調節的五個階

段。Brans等（2013）主要針對後面三個情緒調節主要活動的階段，

分別選擇具有代表性的情緒調節策略。其中，對應於注意力調度階段

的情緒調節策略是反芻與轉移注意：⑴反芻是個體重複且過度地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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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力聚焦在自己因壓力事件所引發的情緒感受（Liao and Wei 2011）；

⑵轉移注意則是個體透過分散注意力的方式，避免聚焦在引發情緒感

受的壓力事件（Van Dillen and Koole 2007）。對應於認知改變階段的

情緒調節策略是反思與重新評估；⑶反思是指個體會審慎地檢視、探

究自己對壓力事件的真實經驗感受（Burwell and Shirk 2007）；⑷重

新評估則是個體會更積極地重新界定壓力事件的意義，從中建構出對

於個人生活適應有正面影響的功能性價值（Gross 2007）。而對應於

反應調控階段的情緒調節策略則是壓抑及與人分享；⑸壓抑是個體刻

意地避免自己將壓力事件所引發的情緒感受表現出來（Gross 2007）；

⑹與人分享則是個體會向他人傾訴自己因壓力事件所引發的情緒感受

（Rimé 2009）。

另一方面，Parkinson與 Totterdell（1999）則是以「認知—行為

（cognitive-behavioral）」和「涉入—抽離（engagement-disengagement）」

兩個向度，將情緒調節策略劃分為四種不同的類型。而在 Brans等

（2013）所挑選的六種情緒調節策略中，反芻、反思、重新評估三者

都屬於「認知涉入」的情緒調節策略；相對地，轉移注意是屬於「認

知抽離」的情緒調節策略；而與人分享和壓抑則是分別屬於「行為涉

入」及「行為抽離」的兩種情緒調節策略。

（五）以家長的適應情況作為中介變項

為具體解釋家長的情緒調節會如何影響兒童的情緒經驗，本研究

以家長自身的適應情況作為中介變項，並且援用「交互壓力傳染（cross-

over stress contagion）」的概念說明這之間的歷程。交互壓力傳染是指

個體之間的壓力感受會產生相互擴散傳染給彼此的現象（Bolger et al. 

1989）。近期 Liu與 Doan（2020）特別援用這個概念，描述不同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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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成員在面對COVID–19疫情壓力的情緒調節表現，可能會透過互動

表現出自身適應不良的情況，令對方覺察感受到當下低靡或緊張的家

庭氣氛，進而導致對方也出現負面的情緒經驗感受。雖然交互壓力傳

染在個體之間是種雙向傳遞的歷程，但考量家長受到疫情的衝擊更為

直接與全面，對生活規律造成的影響程度應大於家中兒童，因此由家

長傳遞給兒童的交互壓力傳染方向應更為明顯，即家長在疫情期間的

情緒調節可能會透過自身適應不良情況，進而引發兒童產生較多的負

面情緒經驗。

壓力傳染的概念與另一個心理學概念—情緒傳染（emotion 

contagion）相似，同樣強調個體之間的情緒經驗會相互傳遞並影響彼

此的情緒經驗（Herrando and Constantinides 2021）。只是，過往對情緒

傳染的討論不僅侷限於個體間負面情緒的相互影響，更有研究已經指

出，正面情緒也會在個體間相互傳染（如Neumann and Strack 2000）。 

考量到家庭在壓力環境下仍有朝向正向適應發展的潛能（Walsh 2006）， 

本研究不僅主張家長的情緒調節會透過自身適應不良的情況，影響兒

童的負面情緒經驗，同時也主張家長的情緒調節可能會透過自身適應

良好的情況，進而影響兒童在疫情期間的正面情緒經驗。

參考近期COVID–19疫情的相關實徵研究，本研究採用「生命感

到威脅」（Lee et al. 2020）、「媒體暴露引發緊張」（Liu and Liu 2020），

以及「睡眠品質不良」（Sher 2020），作為家長適應的負面指標，並將

之命名為「焦慮反應」。而以「安適自在」（Xi et al. 2021）與「生活

滿意」（Satici et al. 2021）作為家長適應的正面指標，並命名為「調

適表現」。本研究具體主張，家長在疫情期間的焦慮反應會與兒童較

少的正面情緒經驗、較多的負面情緒經驗有關；相對地，家長在疫情

期間的調適表現，則會與兒童較多的正面情緒經驗、較少的負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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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有關。

本研究接著剖析前述六種情緒調節策略的內涵，佐以既有實徵資

料並提出各項推論。首先，多數研究發現反芻與個體的適應不良有

關，像是焦慮和憂鬱（Liao and Wei 2011）、睡眠品質不佳（Li et al. 

2019），以及較差的生活滿意度（Zheng et al. 2019）。這是因為反芻會

令個體過分關注且持續暴露在壓力事件帶來的負面情緒感受裡，所以

本研究認為，家長若傾向在疫情下採取反芻的情緒調節策略，將會引

發較多的焦慮反應，經驗到較低下的調適表現，並且進而影響家中兒

童有較多的負面情緒經驗與較少的正面情緒經驗。

其次，研究指出轉移注意可能會提升個體的調適表現，尤其是當

負面事件引發高度壓力時，此策略可快速有效地使個體忽略負面事件

帶來的不適感受（Van Dillen and Koole 2007）。雖然也有研究指出，

這種推遲面對問題的策略未必能帶來長期的調適效益（Kross and 

Ayduk 2008），但畢竟疫情的衝擊難以預料，因此若家長採取轉移注

意的情緒調節策略，應當有助其有較高的調適表現與較少的焦慮反

應，並且進而影響家中兒童有較多的正面情緒經驗與較少的負面情緒

經驗。

第三，實徵資料顯示反思與個體在壓力下的情緒反應並沒有明顯

的關聯性（Burwell and Shirk 2007; Miranda and Nolen-Hoeksemab 

2007）。個體在進行反思的認知活動中，會審慎思考各種各樣的認知

與情緒感受，有些想法可能會是建設性的、但也有些想法可能具有破

壞性。由於反思的效果可能取決於想法實質內容的個別差異而相互抵

消，故其影響的方向性不易確定，因而本研究不提出具體假設，而將

其視為開放性的研究問題。

第四，相對於反思，當個體使用重新評估以檢視負面事件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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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更加正面的角度切入，試圖從中找到負面事件可能具有的功能性意

涵，因此有利於個體朝向更具建設性的壓力調節歷程發展（Folkman 

and Moskowitz 2000）。既有的實徵資料也顯示，重新評估的情緒調節

策略可以緩減焦慮（Smits et al. 2012）並帶來較高的生活滿意度

（LeBlanc et al. 2021）。依此推測，家長若能重新評估並找出疫情帶來

的功能性意涵，應有助於提升家長的調適表現並緩減家長的焦慮反

應，進而影響家中兒童有較多的正面情緒經驗與較少的負面情緒經

驗。

第五，壓抑是過往經常被探討的情緒調節策略之一，研究指出，

壓抑的情緒調節策略非但無益正向適應，甚至會加劇負向的適應表現

（Aldao et al. 2010; Cameron and Overall 2018）。這是因為當個體刻意

排拒負面情緒時，反而會耗損更多管理壓力所需的認知運作成效

（Schmeichel et al. 2008）。因此本研究認為，若家長採取壓抑的情緒

調節策略來面對疫情，不僅難以獲得明顯的調適表現，反而會出現較

多的焦慮反應，並且進而影響家中兒童有較多的負面情緒經驗與較少

的正面情緒經驗。

最後，相較於刻意隱藏內在感受，與人分享是指個體會主動地和

他人談論自己內在所經驗到的情緒感受。而這樣的策略卻是利弊參半

（Rimé 2009），與人分享可能透過聆聽、撫慰，或是鼓勵等社會支持

帶來正面的調適感受（Rimé et al. 2010），也可能傳遞了更多令人緊

張不安的資訊，帶來更多負面的調適感受（Luminet et al. 2000）。家

長在此次疫情造成的壓力環境下採取與人分享的調節策略，可能從中

獲得較理想的調適表現，但也可能經驗到更嚴重的焦慮反應，是以本

研究亦不提出具體假設，而將其視為開放性的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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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綜覽

本研究關注臺灣在 COVID–19疫情下，家長情緒調適與兒童情

緒經驗的關聯，主張家長採取不同情緒調節策略的傾向，會透過家長

的焦慮反應與調適表現，進而影響兒童的負面與正面情緒經驗。並根

據前述文獻探討提出以下六項假設：

1. 家長在疫情下出現越明顯的焦慮反應，兒童會有越多的負面情

緒、越少的正面情緒（假設 1）。

2. 相對地，家長在疫情下出現越明顯的調適表現，兒童會有越少

的負面情緒、越多的正面情緒（假設 2）。

3. 家長越傾向採取反芻的情緒調節策略，會經驗到越明顯的焦慮

反應與越少的調適表現，進而影響兒童有越多的負面情緒、越

少的正面情緒（假設 3）。

4. 家長越傾向採取轉移注意的情緒調節策略，會經驗到越少的焦

慮反應與越明顯的調適表現，進而影響兒童有越少的負面情

緒、越多的正面情緒（假設 4）。

5. 家長越傾向採取重新評估的情緒調節策略，會經驗到越少的焦

慮反應與越明顯的調適表現，進而影響兒童有越少的負面情

緒、越多的正面情緒（假設 5）。

6. 家長越傾向採取壓抑的情緒調節策略，會經驗到越明顯的焦慮

反應與越少的調適表現，進而影響兒童有越多的負面情緒、越

少的正面情緒（假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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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及樣本描述

本研究樣本來自於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Kids in Taiwan: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簡稱 KIT

計畫）（張鑑如等 2017），該計畫採兩階段抽樣方式，先抽出鄉鎮市

區，再抽取個人，並以戶籍人口資料作為抽樣清冊，以 2016年 4月

1日至 2017年 6月 30日出生的幼兒作為 3月齡組的抽樣母體，並以

2013年 4月 1日至 2014年 3月 31日出生幼兒作為 36月齡組的抽樣

母體。其中 36月齡組的兒童與家長是本研究的研究對象。

在既定每年一波的調查之外，KIT計畫額外進行了四波次的疫情

生活調查，1其中前三波次由家長填寫，第四波次則同時邀請家長與

兒童填寫。本研究採用其中第四波次的疫情生活調查資料，共邀請

3,516位家長及其兒童參與，經配對家長與兒童問卷資料後，獲得共

878筆有效的配對資料進行後續分析。參與填答問卷之兒童年齡介於

6.87至8.41歲（M=7.72, SD=0.34），其他基本資料特徵請參考表1。

此疫情生活動態調查的蒐集方式是以電子郵件和簡訊的方式，聯

繫並邀請家長登入 KIT計畫平臺，並請家長和兒童閱讀平臺上有關

疫情生活動態調查的介紹以及家長版和兒童版知情同意書；在了解調

查目的並且清楚研究匿名性與自身權益後，家長和兒童可以自行決定

是否參與線上調查。同意參與之家長和兒童即可在 KIT計畫平臺點

1  2021年的四波次疫情生活調查期間分別為：第一波次為 5月 29日至 6月 4日；第
二波次為 6月 5日至 6月 11日；第三波次為 6月 26日至 7月 2日；第四波次為 8
月 21日至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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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樣本基本資料（N =878）

數量 百分比（%）

與兒童關係

　父親 119 13.6

　母親 759 86.4

兒童性別

　男 464 52.8

　女 414 47.2

家長教育程度

　高中（職） 117 13.3

　專科 131 14.9

　大學╱二技 463 52.7

　碩士及以上 164 18.7

　未提供 3 0.3

家庭月收入

　未滿 3萬 21 2.4

　3萬以上且未滿 6萬 178 20.3

　6萬以上且未滿 9萬 287 32.7

　9萬以上且未滿 12萬 194 22.1

　12萬以上且未滿 15萬 85 9.7

　15萬以上 97 11.0

　未提供 16 1.8

家中有幾位 12歲以下兒童

　1位 203 23.1

　2位 547 62.3

　3位以上 128 14.6

家長周遭有沒有人被隔離或確診

　有 26 3.0

　沒有 852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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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樣本基本資料（續）

數量 百分比（%）

停課前有無上學、去保母或親友家

　有 601 68.5

　無 268 30.5

　其他 9 1.0

停課期間兒童在白天由誰照顧

　父母照顧 627 71.4

　送到親友家照顧 37 4.2

　在家由親友照顧 92 10.5

　送學校或幼兒園 23 2.6

　父母親友輪流照顧 94 10.7

　其他 5 0.6

停課期間兒童所在地

　北部 440 50.1

　中部 205 23.3

　南部 201 22.9

　東部 32 3.6

註 1： 家長教育程度及家庭月收入資料來自 KIT計畫既定波次調查。其中家長教育程度為疫情
問卷填答者之教育程度。

註 2： 北部包含臺北、基隆、桃園、新竹；中部包含苗栗、臺中、彰化、南投、雲林；南部包
含嘉義、臺南、高雄、屏東；東部包含宜蘭、花蓮、臺東。

選疫情生活動態調查連結。

家長的線上問卷除了疫情停課期間的基本資料外，還包含評估家

長情緒調節策略的題項、對疫情的焦慮反應與調適表現的題項、疫情

造成生活改變程度的題項，以及其他與本研究分析無關的題項。兒童

的線上問卷則包含評估兒童正面與負面情緒經驗的題項，以及其他與

本次分析無關的題項，部分題目改編自臺灣世界展望會所執行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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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肺炎疫情下的兒少主觀福祉研究與跨國比較分析」計畫問卷（Chen 

2021）。為協助兒童理解問卷題目，兒童版疫情問卷輔以國語配音，

並經過專家效度和認知訪談檢測。

本研究將有效資料（N=878）未參與或未完成第四波次疫情生活

調查的資料，進行背景變項的卡方差異檢定。結果指出，兒童性別在

兩群資料間沒有顯著差異，但是家長教育程度與家庭月收入在兩群資

料之間有顯著的差異（p< .001），而且本研究的有效資料有較高的家

長教育程度與家庭月收入。雖然線上調查的有效資料普遍會有較高的

教育程度與經濟水準（Hewson et al. 2003），但這項發現顯示應保守

看待研究結果可推論至母體的適切程度。

（二）測量工具

1. 家長情緒調節策略

本研究援用 Bran等（2013）發展的量表，包含六個分別反映不

同情緒調節策略（反芻、轉移注意、反思、重新評估、壓抑、與人分

享）的題項（各題項描述句見表 2）。家長從「很不符合」、「不符合」、

「符合」及「很符合」選項（依序編碼為 1至 4分）圈選最符合自己

在疫情期間使用該項策略的情況。家長採取這些情緒策略的傾向會以

外顯變項（manifest variable）形式置入後續分析模型。

2. 家長對疫情的焦慮反應

本研究以三個題項評估家長在疫情之下經驗到生命威脅、媒體暴

露，以及睡眠不良的感受與反應（完整題項描述句見表 2），家長從

「完全不同意」、「有點同意」、「部分同意」、「非常同意」以及「完全

同意」選項中，圈選最能描述自己在疫情下焦慮程度的選項（依序編

碼為 1至 5分）。此外，這三個題項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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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研究各構念題項的描述句、分數範圍，以及平均數和標準差

構念╱題項 描述句 範圍

家長與兒童配對

資料（N=878）
平均值 標準差

家長情緒調節策略 　

　反芻 我無法停止思考我對疫情的感受。 1～4 1.95 0.73
　轉移注意 我參與了一些活動來分散自己對疫情的

注意力。

1～4 2.36 0.83

　反思 我冷靜地思考我對疫情的感受。 1～4 3.09 0.57
　重新評估 我用正向的方式看待疫情帶來的感受。 1～4 3.14 0.55
　壓抑 我避免表達我對疫情的感受。 1～4 1.92 0.67
　與人分享 我和別人談論我對疫情的感受。 1～4 2.75 0.63
家長焦慮反應

　生命威脅 我害怕我會因為新冠肺炎失去生命。 1～5 2.86 1.20
　媒體暴露 當我看到電視或社群媒體上有關新冠肺

炎的新聞與消息時，我會變得緊張或焦

慮。

1～5 2.73 1.01

　睡眠不良 我擔心我會感染新冠肺炎，擔心到我無

法睡覺。

1～5 1.56 0.81

家長調適表現

　安適自在 過去一週，您是否經驗到安心、平靜、

放鬆、自在？

1～4 3.28 0.79

　生活滿意 過去一週，您是否對您的生活狀況感到

滿意？

0～10 6.70 2.06

生活改變程度 過去一週，新冠疫情對您生活造成的改

變程度？

0～10 5.75 2.72

兒童負面情緒

　害怕 疫情這段時間：我覺得害怕。 1～4 1.62 0.82
　緊張 疫情這段時間：我覺得緊張。 1～4 1.52 0.74
　難過 疫情這段時間：我覺得難過。 1～4 1.67 0.77
兒童正面情緒

　開心 疫情這段時間：我覺得開心。 1～4 3.17 0.85
　輕鬆 疫情這段時間：我覺得輕鬆。 1～4 2.88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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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 0.75。家長的焦慮反應會以潛在變項（latent variable）形式置入

後續分析模型。

3. 家長對疫情的調適表現

本研究評估家長在填答問卷的過去一週內，經驗到安適自在之情

緒感受，以及對生活品質感到滿意的程度。兩個題項的作答方式不同

（完整題項描述句見表 2）；家長需由「從不」、「很少」、「有時」及「經

常」選項（依序計分為 1至 4分）圈選最能描述自己在過去一週內經

驗到安適、自在等情緒感受的頻率；並且從「非常不滿意」至「非常

滿意」等十一個選項（依序編碼為 0至 10分），圈選最能描述自己在

過去一週內對生活品質感到滿意的程度。由於兩題項之測量工具的信

度評估方法仍未有定論（如 Eisinga et al. 2013），因此本研究同時呈

現這兩個題項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 0.54、Pearson’s r係數為 0.55，

以及 Spearman-Brown’s ρ係數為 0.71，來反映測量工具的信度表現。

家長的調適表現會以外顯變項形式置入後續分析模型。

4. 生活改變程度

本研究由家長評估疫情造成自己生活改變的程度（完整題項描述

句見表 2）。家長須從「非常小（幾乎沒有）」至「非常大」等十一個

選項（依序編碼為 0至 10分），圈選最能描述自己在過去一週內最符

合自己感受的程度。生活改變程度會以外顯變項形式作為控制變項置

入後續分析模型。

5. 兒童的正面與負面情緒經驗

本研究以三個題項評估兒童在疫情期間感到害怕、難過、緊張的

負面情緒，以及兩個題項評估兒童感到開心與輕鬆的正面情緒（題項

描述句見表 2）。兒童從「都沒有」、「一點點」、「有一些」以及「非

常多」四個選項（依序編碼為 1至 4分），圈選出最能描述自己在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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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期間情緒經驗的選項。三個負面情緒題項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

bach’s α係數為 0.68；同樣基於兩題項測量工具之信度評估方法尚未

有定論的原因（如 Eisinga et al. 2013），本研究同步報告這兩個正面

情緒題項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 0.59、Pearson’s r係數為 0.42，以及

Spearman-Brown’s ρ係數為 0.59，來反映測量工具的信度表現。兒童

的正面與負面情緒經驗皆以潛在變項形式置入後續分析模型。

（三）分析策略

本研究先以 SPSS 27軟體進行 K-S檢定（Kolmogorov-Smirnov 

test），發現資料偏離常態分配。接著以 SPSS27軟體進行平均數、標

準差，以及兩兩題項間 Spearman’s ρ相關係數等統計分析。然後再使

用 Mplus 8.3軟體透過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 

SEM）分析本研究假設的中介模型，並依照 Satorra與 Bentler（1994）

所提出的估計法來校正非常態分配的問題。此一校正在Mplus中可

透過將模型估計式（estimator）指定為MLM而達成，除了模型的 χ2

值獲得調整之外，也能為模型參數的估計值提供強韌標準誤（robust 

standard error）。

本研究並且參考既有文獻建議，以多種適配度指標評估模型的整

體表現，其中 CFI係數與 TLI係數應大於 0.90（Bentler 1990; Bentler 

and Bonett 1980），而 SRMR係數與 RMSEA係數應小於 0.060（Byrne 

2010; Hu and Bentler 1999）。此外，因為已有研究指出，個體面對壓

力事件的反應具有性別差異（Verma et al. 2011），所以本研究將家長

性別與兒童性別納入模型分析作為控制變項。

本研究並且將家長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家中 12歲以下兒童

數，以及生活改變程度作為控制變項納入分析模型中。家長的教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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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從「高中（職）及以下」到「碩士及以上」等水準，依序編碼為 1

至 4；而 3筆未提供家長教育程度的資料，以眾數值 3進行插補。家

中月收入從「未滿 3萬」到「15萬以上」等水準，依序編碼為 1至 6；

而 16筆未提供家庭月收入的資料，也以眾數值 3進行插補。

最後，針對本研究提出的各項中介路徑效果，將一併採用 Sobel

（1982）的係數乘積取向（product of coefficients approach）以及Preacher

與 Hayes（2008）建議的拔靴法（bootstrapping method），透過這兩種

不同的檢驗方法確認本研究分析結果的強韌程度。其中，Sobel檢定

是假定係數乘積的抽樣分配為常態的前提下以 Delta method計算其標

準誤後進行假設檢定，而 p值小於 0.05則視為具有顯著效果。拔靴

法則不需假設係數乘積的抽樣分配為常態，透過重複抽樣的方式建立

實徵的抽樣分配（empirical distribution）再計算出 95%的信賴區間，

本研究採用偏誤修正拔靴法（bias-corrected bootstrap）的 95%信賴區

間，並以 95%信賴區間當中不包含 0作為效果顯著的判斷依據。 

三、研究結果

（一）描述統計與相關

表 2呈現各個題項分數的描述統計。若參照各題項的測量分數範

圍與本研究資料的平均數值，可以發現在三級警戒解除接近一個月的

這段期間，兒童普遍有較多的正面情緒與較少的負面情緒。而家長普

遍傾向採取反思與重新評估的情緒調節策略，並有較少的焦慮反應，

以及較明顯的調適表現。

表 3呈現兩兩題項分數間的相關係數。其中，兒童在疫情下的負

面情緒和家長反芻與焦慮反應有顯著的正相關，但是和家長重新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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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調適表現有顯著的負相關；兒童在疫情下的正面情緒則是和家長重

新評估與調適表現有顯著的正相關。此外，家長的反芻與壓抑會與自

身焦慮反應有顯著的正相關，但是與調適表現卻有顯著的負相關；家

長的轉移注意與焦慮反應和調適表現有顯著的正相關；家長的反思和

重新評估與焦慮反應有顯著的負相關，而與調適表現有顯著的正相

關；最後，家長的與人分享和焦慮反應有顯著的正相關，但和調適表

現無顯著相關。

（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結果

本研究先針對所有變項進行測量模型（measurement model）的分

析，結果顯示，各項適配度指標均符合文獻建議的標準（SBχ2=156.70, 

df = 101, p < .001, CFI = 0.98, TLI= 0.96, RMSEA = 0.025, 90% CI of 

RMSEA = [0.017, 0.032], SRMR =0.019），各題項負荷量也都達到顯著

水準（p < .001）。值得注意的是，兒童難過與輕鬆題項對應負面與正

面情緒潛在變項的負荷量都偏低，皆為 0.58。

圖 1呈現假設模型的標準化係數分析結果，因為與測量模型是等

價的關係，所以與測量模型得到的適配度指標數值一致，均符合文獻

建議的標準，而各題項的負荷量也都達顯著水準（p< .001）。其中，

家長焦慮反應對兒童負面情緒的正向路徑效果達顯著水準（β= 0.26, 

p < .001），而與兒童正面情緒的路徑效果未達顯著水準，部分支持假

設 1。家長調適表現對兒童負面情緒的負向路徑效果達顯著水準（β=

−0.20, p < .001），與兒童正面情緒的正向路徑效果亦達顯著水準（β=

0.29, p < .001），結果支持假設 2。

由圖 1及表 4可知，家長的反芻對其自身焦慮反應的正向路徑效

果達顯著水準（γ=0.45, p < .001），接續作用於兒童負面情緒的中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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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本研究各構念題項分數的兩兩相關係數（Spearman’s ρ）

構念╱題項 R1 R2 R3 R4 R5 R6 A1 A2 A3 S1 S2 CH N1 N2 N3 P1

家長情緒調節策略

　R1. 反芻
　R2. 轉移注意 0.14***

　R3. 反思 −0.16*** 0.11**

　R4. 重新評估 −0.30*** 0.05 0.52***

　R5. 壓抑 0.21*** 0.07 −0.13*** −0.15***

　R6. 與人分享 0.20*** 0.18*** 0.15*** 0.06 −0.29***

家長焦慮反應

　A1. 生命威脅 0.37*** 0.07* −0.09** −0.16*** 0.16*** 0.13***

　A2. 媒體暴露 0.43*** 0.06 −0.15*** −0.25*** 0.11** 0.18*** 0.60***

　A3. 睡眠不良 0.42*** 0.08* −0.15*** −0.21*** 0.20*** 0.06 0.41*** 0.52***

家長調適表現

　S1. 安適自在 −0.19*** 0.13*** 0.15** 0.20*** −0.11** −0.02 0.18*** −0.22*** −0.20***

　S2. 生活滿意 −0.19*** 0.08* 0.13** 0.25*** −0.11** 0.02 0.14*** −0.20*** −0.20*** 0.54***

生活改變程度

　CH. 生活改變 0.25*** −0.01 0.00 −0.14*** .11** 0.12*** 0.22*** 0.27*** 0.24*** −0.29*** −0.31***

兒童負面情緒

　N1. 害怕 0.11** 0.06 −0.06 −0.11** 0.07* −0.01 0.14*** 0.15*** 0.16*** −0.09** −0.11** 0.07

　N2. 緊張 0.18*** 0.06 −0.10** −0.14*** 0.03 −0.03 0.18*** 0.18*** 0.20*** −0.13*** −0.14*** 0.07* 0.50***

　N3. 難過 0.16*** 0.05 −0.05 −0.12*** −0.02 0.01 0.10** 0.11** 0.14*** −0.11** −0.17*** 0.04 0.42*** 0.43***

兒童正面情緒

　P1. 開心 −0.15*** 0.01 0.09** 0.12*** −0.12*** 0.00 −0.07* −0.05 −0.09** 0.14*** 0.18*** −0.07* −0.09*** −0.11** −0.13***

　P2. 輕鬆 −0.05 0.02 0.06 0.09** −0.04 0.05 −0.04 0.01 −0.02 0.12*** 0.17*** −0.03 −0.12*** −0.11** −0.15*** 0.44***

註 1：*p< .05, **p < .01, ***p< .001。
註 2：N=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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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本研究各構念題項分數的兩兩相關係數（Spearman’s ρ）

構念╱題項 R1 R2 R3 R4 R5 R6 A1 A2 A3 S1 S2 CH N1 N2 N3 P1

家長情緒調節策略

　R1. 反芻
　R2. 轉移注意 0.14***

　R3. 反思 −0.16*** 0.11**

　R4. 重新評估 −0.30*** 0.05 0.52***

　R5. 壓抑 0.21*** 0.07 −0.13*** −0.15***

　R6. 與人分享 0.20*** 0.18*** 0.15*** 0.06 −0.29***

家長焦慮反應

　A1. 生命威脅 0.37*** 0.07* −0.09** −0.16*** 0.16*** 0.13***

　A2. 媒體暴露 0.43*** 0.06 −0.15*** −0.25*** 0.11** 0.18*** 0.60***

　A3. 睡眠不良 0.42*** 0.08* −0.15*** −0.21*** 0.20*** 0.06 0.41*** 0.52***

家長調適表現

　S1. 安適自在 −0.19*** 0.13*** 0.15** 0.20*** −0.11** −0.02 0.18*** −0.22*** −0.20***

　S2. 生活滿意 −0.19*** 0.08* 0.13** 0.25*** −0.11** 0.02 0.14*** −0.20*** −0.20*** 0.54***

生活改變程度

　CH. 生活改變 0.25*** −0.01 0.00 −0.14*** .11** 0.12*** 0.22*** 0.27*** 0.24*** −0.29*** −0.31***

兒童負面情緒

　N1. 害怕 0.11** 0.06 −0.06 −0.11** 0.07* −0.01 0.14*** 0.15*** 0.16*** −0.09** −0.11** 0.07

　N2. 緊張 0.18*** 0.06 −0.10** −0.14*** 0.03 −0.03 0.18*** 0.18*** 0.20*** −0.13*** −0.14*** 0.07* 0.50***

　N3. 難過 0.16*** 0.05 −0.05 −0.12*** −0.02 0.01 0.10** 0.11** 0.14*** −0.11** −0.17*** 0.04 0.42*** 0.43***

兒童正面情緒

　P1. 開心 −0.15*** 0.01 0.09** 0.12*** −0.12*** 0.00 −0.07* −0.05 −0.09** 0.14*** 0.18*** −0.07* −0.09*** −0.11** −0.13***

　P2. 輕鬆 −0.05 0.02 0.06 0.09** −0.04 0.05 −0.04 0.01 −0.02 0.12*** 0.17*** −0.03 −0.12*** −0.11** −0.15*** 0.44***

註 1：*p< .05, **p < .01, ***p< .001。
註 2：N=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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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效果亦達顯著水準（estimate=0.12, S.E.=0.03, Sobel’s Z=3.90, p<.001, 

95% CI=[0.06, 0.19]），但是接續作用於兒童正面情緒的中介路徑效果

卻未達顯著水準。家長的反芻對其自身調適表現的負向路徑效果達顯

著水準（γ=−0.13, p=.003），接續作用於兒童負面情緒（estimate=0.03, 

S.E.=0.01, Sobel’s Z=2.25, p=.03, 95% CI=[0.01, 0.06]）及正面情緒的

中介路徑效果均達顯著水準（estimate =−0.04, S.E.= 0.01, Sobel’s Z =

−2.51, p = .01, 95% CI=[−0.08, −0.01]）。假設 3獲得部分支持。

家長的轉移注意對其自身焦慮反應的路徑效果，以及接續作用於

兒童負面與正面情緒的中介路徑效果都未達顯著水準。相對地，家長

的轉移注意對其自身調適表現的正向路徑效果達顯著水準（γ= 0.14, 

p<.001），接續作用於兒童負面情緒（estimate=−0.03, S.E.=0.01, Sobel’s 

Z =−2.56, p = .01, 95% CI=[−0.06, −0.01]）及正面情緒的中介路徑效果

均達顯著水準（estimate = 0.04, S.E. = 0.01, Sobel’s Z = 2.82, p = .005, 

95% CI= [0.02, 0.08]）。假設 4獲得部分支持。

家長的反思對其自身焦慮反應與調適表現的路徑效果，以及接續

作用於兒童負面與正面情緒經驗的中介路徑效果都未達顯著水準。𤤳

家長的重新評估對其自身焦慮反應的負向路徑效果達到顯著水準

（γ=−0.09, p = .03），但是接續作用於兒童負面與正面情緒的中介路徑

效果均未達到顯著水準。家長的重新評估對其自身調適表現的正向路

徑效果達顯著水準（γ= 0.15, p= .001），接續作用於兒童負面情緒

（estimate =−0.03, S.E. = 0.01, Sobel’s Z =−2.37, p = .02, 95% CI= [−0.07, 

−0.01]）與正面情緒的中介路徑效果均達顯著水準（estimate = 0.04, 

S.E.=0.02, Sobel’s Z =2.57, p= .01, 95% CI=[0.01, 0.09]）。假設 5獲得

部分支持。

家長的壓抑對其自身焦慮反應的正向路徑效果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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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0.08, p = .03），但是接續作用於兒童負面與正面情緒的中介路徑效

果並未達顯著水準。家長的壓抑對其自身調適表現的負向路徑效果，

以及接續作用於兒童負面與正面情緒的中介路徑效果都未達顯著水

準。假設 6未獲得支持。

家長的與人分享對其自身焦慮反應的正向路徑效果達顯著水準

（γ= 0.10, p = .002），接續作用於兒童負面情緒的中介路徑效果也達到

顯著的水準（estimate=0.03, S.E.=0.01, Sobel’s Z=2.49, p=.01, 95% CI

=[0.01, 0.06]），但接續作用兒童正面情緒的中介路徑效果並未達顯著

水準。家長與人分享對其自身調適表現的路徑效果，以及接續作用於

兒童負面與正面情緒的中介路徑效果都未達顯著水準。

針對直接路徑效果，家長的轉移注意對兒童負面情緒的直接路徑

效果為正向且達顯著水準（γ= 0.10, p = .01），家長的壓抑（γ=−0.10, 

p = .02）、與人分享對兒童負面情緒的直接路徑效果都為負向且達到

顯著水準（γ=−0.10, p= .009）。其他直接路徑效果均未達顯著水準。

四、討論與建議

以下針對各項發現與既有文獻進行討論，檢視研究限制，並提出

實務應用建議與未來研究方向。

（一）疫情下家長的焦慮反應與調適表現對兒童情緒經驗的影響

本研究指出，在 COVID–19疫情期間兒童的負面與正面情緒，

會受到家長焦慮反應與調適表現的影響。此結果具有三項可與既有理

論觀點與研究發現相互呼應、延伸探討的重點。

首先，充滿壓力的成長環境有害於兒童的身心健康與適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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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n and Scheeringa 2009），而本研究進一步發現，即便同在

COVID–19疫情的壓力環境底下，不同兒童仍有著較多或較少正、負

面情緒經驗的個別差異。這些結果呼應了生態系統理論（Bronfen-

brenner and Morris 1998）的觀點，彰顯出家庭作為「社會環境」與「個

人適應」間之關鍵樞紐的重要性，並指出兒童情緒經驗的個別差異可

由家長的焦慮反應與調適表現加以解釋。這樣的發現不僅符合交互壓

力傳染（Bolger et al. 1989; Liu and Doan 2020）的主張，顯示家長負

面的焦慮反應會影響兒童在疫情期間的情緒經驗，本研究更進一步發

現，家長正面的調適表現也可能會「傳染」給兒童，緩減兒童的負面

情緒經驗、提升兒童的正面情緒經驗。

根據生命歷程理論（Elder et al. 2003）的觀點，如同 COVID–19

疫情這樣的重大生命事件，也可能會在個體的生命歷程留下深刻的印

記，並造成長遠且廣泛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期望未來能透過 KIT

計畫（張鑑如等 2017）持續調查樣本兒童在認知語言、社會情緒、

身體動作等各面向的發展，檢視家長在面對疫情時的情緒調節與適應

情況，是否會對兒童各個發展面向造成長期的影響。

其次，家庭的成員雖然各自是獨立的個體，但是彼此也因為共同

生活而有著相互依存的關聯性（Weber 2010）。根據本研究的發現，

當兒童與家長共同面對 COVID–19造成的各種壓力時，家長的焦慮

反應及調適表現，與兒童的負面及正面情緒經驗有顯著的關聯性。然

而，根據交互壓力傳染（Bolger et al. 1989; Liu and Doan 2020）的概

念，不僅是家長面對疫情的壓力會傳染給兒童，兒童也可能會將壓力

感受傳染給家長。對此，本研究期望後續學者可以嘗試蒐集家長與兒

童雙方的情緒調節、適應情況，以及正負面情緒經驗等資料，透過行

動者與伴侶相依中介模式（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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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APIMeM, Ledermann et al. 2011），分析並驗證家長與兒童在壓

力環境中交互壓力傳染的雙向影響歷程。只是，也要提醒後續研究

者，若想採取前述的研究策略，應當將部分的測量題目調整為適合兒

童閱讀理解並作答的陳述句。

最後，本研究結果指出，兒童在疫情下的負面情緒經驗會與家長

較多的焦慮反應與較少的調適表現有關；但是兒童的正面情緒經驗僅

與家長的調適表現有關，與家長的焦慮反應卻無顯著的關聯性。這樣

不對稱的現象可能是因為 COVID–19疫情對生命安全具有高度的威

脅性，所以緊張、害怕、難過等負面情緒會是個體更為直接的情緒反

應，並且會促使個體特別關注環境中各類與自身生命存續相關的訊息

與線索（Baumeister et al. 2001）。因此兒童在疫情下的負面情緒感

受，可能更容易受到家長的焦慮反應而增加，也較容易因家長的調適

表現而獲得緩減。

令人慶幸的是，根據本研究在 2021年八月下旬蒐集到的調查資

料顯示，隨著疫情趨於緩和（三級警戒已於約一個月前結束），在此

期間兒童有中高程度之輕鬆與開心的正向情緒經驗。本研究臆測，家

長若在疫情下仍能展現泰然自若的調適表現，可能提供兒童得以效仿

家長因應壓力的楷模，進而有益於兒童進行建設性轉化歷程的保護因

子。相對地，家長的焦慮反應並沒有對於兒童的正面情緒有顯著影

響，此結果很有可能意涵二種相互抵消的影響作用：一方面的作用即

如同本研究的預期，家長的焦慮反應會減少兒童在疫情期間的正面情

緒經驗；另一方面的作用則可能是，家長基於焦慮而做出更高規格的

保護措施，進而讓兒童在疫情期間感到備受關照，而更覺得輕鬆與開

心。這就像是 Leung（2020）曾發現家長的過度保護會與青少年的生

活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相關。因此，很有可能是在這兩種矛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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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而顯現出家長的焦慮反應對於兒童正面情緒的影響效果並未達

到顯著水準，期望後續研究能深入探討當中更細緻的運作機制。

（二）家長的情緒調節、焦慮反應與調適表現，以及兒童的情緒

經驗

既有研究大多關注家長在 COVID–19疫情下的情緒調節困難度

（Di Giorgio et al. 2021; Shorer and Leibovich 2022; Zhang et al. 2022），卻

相對忽視家長主動因應疫情壓力的主體能動性，以及具有適應功能性

的壓力管理歷程。對此，本研究探討多種情緒調節策略的可能影響，

結果顯示，家長在壓力環境下所採取的不同情緒調節策略，透過家長

自身的適應情況（焦慮反應與調適表現）對於緩減或增加兒童的正╱

負面情緒有著不同的作用效果，而這些發現也能夠與過往情緒調節策

略的文獻討論相互呼應。以下主要根據 Gross與 Thompson（2007）的

模型架構，針對注意力調度、認知改變、反應調控三個階段所對應的

六種情緒調節策略，說明本研究發現與過去研究的關聯性，以及這些

發現在實務應用上的可能價值。

首先，針對注意力調度階段，本研究測量了反芻與轉移注意兩種

情緒調節策略；其分別對應於 Parkinson與 Totterdell（1999）所提出

的認知涉入與認知抽離的策略：前者是指注意力更集中並高度涉入在

壓力事件之中，而後者是指注意力自壓力事件轉移並分散到其他生活

面向上。本研究發現，家長採取反芻的情緒調節策略不僅會降低自身

的調適表現，甚至會加劇自身的焦慮反應，複合既有研究的觀點（Li 

et al. 2019; Liao and Wei 2011; Zheng et al. 2019）顯示，反芻是一種缺

乏適應功能的情緒調節策略。本研究更進一步發現，家長的反芻除了

會影響自身的焦慮反應與調適表現，還會接續地衝擊家中兒童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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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引發兒童產生較多的負面情緒及較少的正面情緒。換言之，家

長的反芻不僅危及個人的壓力調適，同時也不利於家中兒童因應疫情

壓力。

相對地，家長採取轉移注意的情緒調節策略會與自身的調適表現

有關。此結果符合既有研究發現的觀點（Van Dillen and Koole 2007），

個體短暫地忽視壓力事件將有助其專注在原本有利於適應生存的活

動。但結果也顯示，家長的轉移注意與其焦慮反應沒有明顯的關聯

性，這似乎反映出轉移注意僅是暫時避免威脅帶來的衝擊（Kross and 

Ayduk 2008），而未必能有效緩減個體因壓力而造成的焦慮反應。

意料之外地，家長採取轉移注意的策略雖然能透過提升自身的調

適表現，進而緩減兒童的負面情緒及增加兒童的正面情緒，但是卻對

兒童的負面情緒也有直接的顯著正向路徑效果。這種直接與間接路徑

效果相反的現象被稱為競爭的中介模型（competitive mediation model; 

Zhao et al. 2010）或不一致的中介模型（inconsistent mediation model; 

Shrout and Bolger 2002），顯示出前置變項（家長的轉移注意）到效

標變項（兒童的負面情緒）之間有著多元且效果不同的運作機制。本

研究臆測，或許家長是將對疫情的注意力轉移到對於家中兒童的行為

表現，讓兒童感受到過度的關注與約束而有較多的負面情緒。雖然此

項解釋還需要後續研究加以驗證，但這項發現仍可供實務工作者參

考，審慎評估所提供的輔導建議。

其次，針對認知改變的情緒調節階段，本研究結果指出，家長採

取反思的情緒調節策略與自身的焦慮反應和調適表現並不具有顯著的

關聯性，此結果與過往的研究發現相同（Burwell and Shirk 2007; 

Miranda and Nolen-Hoeksemab 2007）；但是，家長的重新評估不僅與

自身的焦慮反應有顯著的負向關聯性，也與自身的調適表現有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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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關聯性。

這些結果也呼應過往的文獻探討（Folkman and Moskowitz 2000）

與實徵資料（LeBlanc et al. 2021; Smits et al. 2012）。雖然這兩種情緒

調節策略都強調認知涉入（Parkinson and Totterdell 1999），但是反思策

略所涉及的認知內容可能包含了正向積極和負向消極的想法，而重新

評估則相對更聚焦在對疫情所抱持的正向積極想法。結果顯示，著重

於正向積極的重新評估策略，有助於家長重新界定因疫情引發的各種

改變，並賦予功能性的意涵，而能藉以提升自身的正向調適表現，並

進而影響兒童有較多的正面情緒經驗與較少的負面情緒經驗。據此發

現，實務工作者在協助個案處理疫情壓力時，可藉由提供正向積極評

估壓力事件的具體方式，如：「在家工作可以省去通勤的交通時間」、

「有更多的時間可以陪伴家人」、或「相關管制辦法即便有些不方便，

但確實是目前理想且有效的防疫措施」等，協助個案嘗試去使用重新

評估的調節策略，藉以調適壓力事件引發的負面情緒。

本研究也發現，家長採取重新評估的傾向，透過自身焦慮反應進

而影響兒童在疫情期間負面情緒經驗的中介路徑效果並未達到顯著水

準。這項發現應與家長重新評估對自身焦慮反應的路徑效果有關，即

便該路徑效果已達到顯著的水準，但是效果並不強韌。或許家長採取

重新評估策略對自身焦慮反應的影響，會受到環境壓力強弱程度的調

節，而本研究資料蒐集的時間已經是疫情相對趨緩的階段，因此家長

重新評估策略對自身焦慮反應的路徑效果並不強韌，期望未來研究可

以做更深入的探討與實徵驗證。

最後，針對情緒已產生的反應調控階段，個體可以透過壓抑的策

略而刻意隱藏自己的情緒感受，也可以藉由與人分享的策略去宣洩、

表達自己的情緒感受（Gross and Thompson 2007）。這兩者又分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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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 Parkinson與 Totterdell（1999）所提出之行為抽離與行為涉入策

略。如同過往的發現（Aldao et al. 2010; Cameron and Overall 2018; 

Schmeichel et al. 2008），本研究亦顯示，壓抑並非具有適應功能性的

情緒調節策略，家長若是傾向採取壓抑的策略，將會引發自身的焦慮

反應。

只是，家長採取壓抑策略，透過自身焦慮反應進而影響兒童負面

情緒的中介路徑效果並未達顯著水準。這同樣與家長壓抑對自身焦慮

反應的路徑效果有關，該路徑效果也是顯著但並不強韌，或許也會受

到環境壓力強弱程度的調節，而在疫情相對趨緩的階段進行資料蒐

集，較無法觀察到家長壓抑對自身焦慮反應的路徑效果，這樣的臆測

仍需後續研究加以驗證。

另一個令人意外的發現，是家長的壓抑對兒童負面情緒具顯著且

負向的直接路徑效果。此項發現對於實務工作應該是重要的提醒，家

長使用壓抑的情緒調節策略，可能會因為互動對象而導致不一致的影

響。雖然刻意隱藏自己對疫情的感受，會引發家長本身有較多的焦慮

反應；但當互動對象是兒童時，家長的壓抑便可能可以減少兒童接觸

到疫情相關的威脅刺激。期望後續研究能進一步釐清家長的壓抑與兒

童負面情緒經驗之間的複雜歷程。

而針對與人分享的情緒調節策略，有的研究顯示它會與個體在壓

力環境下的調適表現有關（Rimé et al. 2010），但也有研究發現此策

略反而會引發更多的負面感受（Luminet et al. 2000）；本研究所得結

果則與後者較為一致，亦即，家長採取與人分享的調節策略會與自身

有更多的焦慮反應有關，但與自身的調適表現無關。當時家長在與人

分享對疫情的感受時，有較高機率會接觸到對方因疫情威脅所帶來的

負面情緒與資訊，而可能因為與人分享而加劇了自身的焦慮反應，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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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接續引發家中兒童有更多的負面情緒。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家長與人分享的策略對兒童負面情緒的直

接路徑也具有顯著、卻是與前述間接路徑相反的負向效果。這同樣是

競爭╱不一致中介模型（Shrout and Bolger 2002; Zhao et al. 2010）的

現象，建議後續研究可再持續探討二者之間的中介或調節歷程。同

時，此項研究發現也可供輔導人員參考，除了鼓勵家長在壓力環境下

仍可維持與重要他人之間的社交互動，還可以強調在與他人分享自身

情緒經驗時，需審慎留意自己所傳達的訊息內容，以避免造成雙方產

生更大的焦慮反應。

綜合上述，本研究結果顯示，家長的情緒調節策略不僅會影響自

身的焦慮反應與調適表現，還會間接地影響到家中兒童的情緒經驗。

本研究也意外發現三組競爭╱不一致中介模型的現象，彰顯出未來需

要有更多研究持續探討其中複雜的運作機制。同時本研究聚焦於疫情

下之家庭氣氛的研究結果，相信也能為家庭生活教育與心理健康輔導

等現場工作者，提供在實務應用上的啟發。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

除了前述提及因橫斷式設計而難以確立變項之間的方向性，以及

一些意外發現仍需更多實徵資料加以剖析，仍有七項值得深入的研究

限制。首先，本研究用來評估家長情緒調節策略的量表較為簡略。雖

然 Brans等（2013）所發展的量表能夠同時測量六種情緒調節策略，

但本研究因總施測題數有限，是以每種策略僅使用單題題項加以測

量，難以評估其信度與效度的表現。不過，本研究所得到的分析結果

大多符合相關文獻對於這六種情緒調節策略的討論，顯示這些題目內

涵應具有一定的效標關聯性；如此簡短的量表也有利於施測，而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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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期間蒐集到足量的調查資料。本研究期望未來可以採用具完整

內涵的測量工具，而得以在充分檢視量表之信、效度的前提下，重複

驗證本研究的各項假設。

其次，兒童情緒經驗的題項中，難過與輕鬆與其個別對應之負面

與正面情緒潛在變項的負荷量係數都偏低，可能有代表性略顯不足的

疑慮，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採用更可有效評估兒童情緒的測量工具。

第三，家庭對壓力事件的管理涉及許多因素，而本研究仍有一些

應考慮而未考慮到的控制變項，例如家長的時間資源、職家平衡或衝

突的程度、兒童學校提供的補救教學資源、兒童與家人之間的情感互

動品質，以及其他各種有影響壓力因應歷程的因素。期望後續研究可

以再重複驗證本研究發現之餘，納入更多的影響因素，更全面地探討

家庭如何管理壓力事件發展的完整歷程。

第四，透過卡方差異檢定發現，本研究的有效樣本，相較於未參

與或未完成第四波次疫情生活調查的樣本，有更高的家長教育程度與

家庭月收入，顯示有意願參與線上問卷調查的家長可能較有餘力因應

疫情的衝擊，且可能較重視其子女在疫情期間的心情與感受，因此本

研究樣本的特性在推至母體的適切程度也可能因此受限。期望後續研

究能以更具異質性與代表性的資料，重複驗證此研究結果。

第五，根據相關文獻（Gross 2015），家長採取的情緒調節策略

不僅會影響自身的適應情況，同時也會受到適應情況的影響。只是受

限於橫斷式（cross-sectional）的研究設計，本研究無法更細緻有效地

探討這之間的雙向歷程。對此，期望後續學者採用多個測量時間的研

究設計，並且透過交互延宕模型（cross-lagged model），分析兒童家

長在壓力環境下的情緒調節策略與其適應情況之間的雙向因果關係。

第六，雖然本研究採取的是由家長與兒童填答的調查資料，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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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家長情緒調節策略對自身焦慮反應與調適表現的各項路徑效果，

仍都是使用家長自陳的調查資料進行分析，可能會受到共同方法變異

偏誤（common method variance bias）的影響，導致這些路徑的作用效

果被高估。後續研究可以參考 Podsakoff等人（2003）提出時序間隔

法（temporal separation procedure）的建議，分兩個波次蒐集家長的情

緒調節策略，以及家長的焦慮反應與調適表現，以兩波次資料之間的

時間間隔來降低共同方法變異偏誤可能造成的影響。

最後，較為可惜的是參與這次問卷調查的家長，仍有相當高的比

例是兒童的母親（86%）。進行問卷填答的家長中，父親仍只占少

數，因此無法檢視父親與母親本身在疫情期間的情緒適應，對於兒童

情緒經驗是否會有不一致的影響。未來研究可以嘗試邀請兒童的父親

與母親分別填寫各自的調查問卷，不僅可以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還

可以延伸探討父親與母親在情緒調節、焦慮反應與調適表現之間一致

或不一致的組合，是否會延伸出其他系統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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